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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诗杰1,2，黄坛俊1，简钰清1，孔祥斌1 

（1.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2.中国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193） 

摘 要：本文以利益平衡为原则，构建“权―责―利”耦合的分析框架，系统审视耕地保护主体“权责利”在

权责利配置中的现实困境。研究选取占补平衡、种植用途管制、地力补偿三大耕地保护政策展开分析。研究发现：

在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权利与长期管护责任相分离，形成“权―责”与“责―利”不匹配；在种植用

途管制中，地方政府监管责任边界模糊，农户机会成本未获得合理补偿，陷入“权―责”冲突与“责―利”倒挂

的双重困境；在地力保护补贴中，补贴权益归属存在权属争议，补贴发放与地力保护责任履行缺乏实质性挂钩，

暴露出“权―利”不对等与“责―利”脱节的突出问题。研究认为，当前耕地保护困境的生成机理在于“权―责―

利”脱耦。据此，从“权―责―利”耦合的逻辑出发，提出精准赋权、分层定责、多元补偿，以期为“十五五”

规划时期耕地保护政策可持续落地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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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interest bal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couples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est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practical dilemmas faced by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ctors 

in the allocation of these three elements. The study analyzes three maj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policies: The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the planting-use regulation, and the soil fertility compens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he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the trading rights for supplementary cultivated land quotas are separated 

from the long-term maintenance responsibilities, resulting in a mismatch between “rights-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interests”; in planting-use regulation, the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y boundar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re 

ambiguous, and farmers’ opportunity costs are not reasonably compensated, leading to a dual dilemma of 

“rights-responsibilities” conflict and “responsibilities-interests” inversion; in soil fertility protection subsidies, the 

ownership of subsidy rights is dispute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bsidies lacks substantial linkage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soil fertility protection duties, exposing prominent issues of “rights-interests” asymmetry and “responsibilities- interests” 

disconnec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current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dilemma lies 

in the decoupling of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ests”. Accordingly, following the logic of coupling these three 

elem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precise empowerment, hierarchical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 and diversified compensation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implemen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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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十五五”时期，构建可持续的耕地保护治理体

系成为耕地保护治理转型的重要战略方向。目前，

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约束条件日益复杂。一方面，

乡村振兴用地需求刚性增长，耕地占用压力长期存

在[1]；另一方面，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村劳动力外

流等因素交织叠加，加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与阶段性抛荒等问题[2，3]。从治理实践看，当前我国

耕地保护仍以政府主导的行政管控与指标约束为主

要手段，通过耕地用途管制、占补平衡和责任考核

等方式维持耕地保有量[4]。这一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

有效遏制了耕地流失，但其边际效应正逐步递减[5]，

且难以充分调动农户、村级组织及地方政府等多元

主体的内生保护动力[6]。从制度运行逻辑看，耕地保

护本质上是涉及多元主体、多重目标与公共利益的

治理问题，其成效取决于权利配置、责任约束与利

益激励之间的匹配程度[7]。 

围绕上述实践困境，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展开了

广泛探讨。现有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三个方向：一是

耕地保护驱动力研究，侧重于剖析经济发展、城镇

化扩张、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等宏观与微观因素对耕

地资源的侵占与挤压机制[8，9]；二是耕地保护政策评

估研究，聚焦耕地占补平衡、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土地用途管制等核心政策的执行效果、实践偏差与

制度缺陷进行实证检验与反思[10-12]；三是耕地产权

与保护行为研究，深入探讨农地产权稳定性、土地

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等制度安排对农户长期投资信心

与耕地保护行为的关键性影响[13-15]。上述研究为理

解耕地保护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但多从“权”“责”或“利”的单一维度展开，缺

乏将三者作为整体制度结构进行系统审视的分析框

架。特别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耕地保护中权利配

置、责任约束与利益激励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匹配

程度，难以揭示当前耕地保护困境的深层制度根源，

即“权―责―利”三者之间的脱耦。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选取占补平衡、种植用

途管制、地力保护补贴三项核心耕地保护政策作为

分析对象，构建“权―责―利”耦合的耕地保护实

践路径。其中，“耦合”是指“权―责―利”三者

之间的匹配程度达到制度设计预期目标的状态，可

从三个维度进行衡量：一是主体一致性，即权利的

实际享有者与责任的实际承担者、利益的最终获取

者应为同一主体；二是激励相容性，即主体履行责

任所获得的收益能够覆盖其付出的成本，且权利的

行使不会必然导致责任的逃避；三是制度闭环性，

即权利、责任与利益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相互强化

的正向循环，而非相互掣肘的负向循环。与之相对，

“脱耦”则表现为上述维度中的任一或多个环节出

现偏离，如“权－责”脱节（有权利无责任或有责

任无权利）、“责－利”倒挂（责任重而利益轻）、

“权－利”不对等（权利难以兑现为合理经济利益）

等。研究旨在推动耕地保护“权―责―利”从“弱

耦合”向“强耦合”演进，为“十五五”时期优化

耕地保护制度体系提供参考。 

二、耕地保护主体“权－责－利”配置

的历史演进 

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经历了从数量保护为主，逐

步向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转型的历

程。不同阶段的核心目标差异，决定了各主体“权―

责―利”配置的重心各不相同。表1从权利重心、

责任主体与利益机制三个维度，对上述三个阶段的

主要特征进行了比较。 

表1 耕地保护目标阶段性演进与“权－责－利”配置特征 

保护阶段 核心目标 权利重心 责任主体 利益机制 

数量保护阶段 守住耕地面积红线 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 地方政府（占补平衡考核） 种粮直接补贴 

质量保护阶段 提升耕地地力 经营权流转 经营主体（地力挂钩尝试） 绩效奖励（效果有限） 

生态保护阶段 生态功能维护 发展权、生态价值权 经营主体与各级政府 横向补偿、碳交易（试点探索阶段） 

 

第一阶段：数量保护阶段（1980—2000年），

以守住耕地面积红线为核心任务。在权利配置方

面，强调稳定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权，通过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农户的耕作主体地位；在责任

承担方面，保护责任主要压实于地方政府，通过耕

地占补平衡考核实现数量的硬约束；在利益激励方

面，激励方式较为单一且保障水平偏低。第二阶段：

质量保护阶段（2001—2010年），在数量平衡的基

础上，开始关注耕地地力提升。权利配置方面，土

地经营权逐步从承包权中分离，土地流转市场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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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型经营主体开始成为耕地利用的重要力

量。责任承担方面，保护责任向实际经营者延伸，

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开始与耕作行为挂钩。利益激励

方面，引入绩效奖励机制，但因地力监测困难、补

贴标准偏低，激励效果有限。第三阶段：生态保护

阶段（2011年至今），强调耕地生态功能，涵盖碳

汇、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在权利配置方

面，涉及发展权转移及生态价值权等新型权能；在

责任承担方面，经营主体需承担生态管护、碳汇责

任等，并采取保护性耕作等具体措施；在利益激励

方面，探索运用横向生态补偿、碳交易等市场化机

制，但尚未形成成熟的制度框架。 

（一）数量保护阶段：以耕地面积红线为核心

的单维管控 

数量保护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守住耕地面积红

线，遏制因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而导致的耕地

大量流失。在权利配置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确立了农户的耕作主体地位，强调集体所有权与农

户承包权的稳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颁布，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用途管制制

度，随后1998年修订进一步强化了耕地占补平衡要

求，数量保护由此进入法制化轨道。在责任承担方

面，保护责任主要压在地方政府，通过层层分解耕

地保有量指标、实施占补平衡考核，形成自上而下

的行政约束。在利益激励方面，以种粮直接补贴为

主，激励方式单一且水平偏低，农户保护耕地的经

济回报有限。总体而言，此阶段呈现“强行政管控、

弱经济激励”的特征，中央政府设定目标、地方政

府承担执行责任、农户被动响应，各主体耕地保护

“权—责—利”处于弱耦合状态。 

（二）质量保护阶段：从数量平衡向地力提升

延伸 

数量平衡基本实现后，耕地保护重点转向地力

维持与提升。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行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标志着保护目标从单一数量

管控向数量与质量并重转变。在权利配置方面，随

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土地经营权逐步从承包

权中分离，土地流转市场初步形成，新型经营主体

开始成为耕地利用的重要力量。在责任承担方面，

保护责任开始由经营主体向多元主体延伸，2009年

中央一号文件则明确要求“严格地方政府耕地保护

责任目标考核，实行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领导干部

离任审计制度”，将耕地保护责任体系从经营主体

延伸至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在利益激励方面，虽引

入绩效奖励机制，但因耕地地力监测体系不健全、

补贴标准偏低，激励效果较为有限。此阶段的核心

特征在于“权”的结构性分离（承包权与经营权分

置）与“责”的多元化延伸，但“利”的配套未能

同步跟进，致使“权—责”扩张与“利”的支撑不

足之间的张力初步显现。 

（三）生态保护阶段：多元价值目标下的制度

探索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耕地保护

进入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新阶段。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

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明确提出“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标志着耕地保护目标框

架的全面升级。在权利配置方面，涉及发展权转移、

生态价值权等新型权利议题，耕地不仅被视为生产

资料，更被定位为生态产品的重要载体。在责任承

担方面，生态管护、碳汇责任等新要求被纳入保护

范畴，经营主体被要求采取保护性耕作、绿色种植

等方式维护耕地生态系统。在利益激励方面，横向

生态补偿、碳交易等市场化机制进入探索阶段，2022

年以来部分省份已推进耕地生态补偿试点，但相关

制度框架尚不成熟，补偿标准、资金来源、分配方

式等核心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规范[16,17]。此阶段的核

心特征在于“权—责—利”内涵虽同步拓展，但新

型权利的法律界定不清、责任的约束机制缺位、利

益的实现渠道不畅，三者之间的结构性脱耦反而更

为突出，构成当前耕地保护治理的核心挑战。 

三、耕地保护主体“权－责－利”脱耦

的政策检视 

本研究选取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耕地种植用途

管制制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制度作为具体政策分

析场景，剖析其中耕地保护各主体“权—责—利”

脱耦的具体表现。选取上述政策主要基于以下考

量：一是系统性，三项政策分别对应耕地保护的“数

量—用途—质量”全链条，能够系统审视“权—责

—利”在不同治理环节的配置问题；二是典型性，

以上政策分别呈现出典型的失衡模式，占补平衡表

现为“权—责”脱节与“责—利”不匹配，用途管

制表现为“权—责”冲突与“责—利”倒挂，地力

补贴表现为“权—利”不对等与“责—利”脱节；

三是实践性，以上政策是当前政策优化需求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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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场景化分析可使理论框架与现实问题紧密结

合，提升研究的参考价值与解释力。 

（一）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权－责－利”失衡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旨在通过“占一补一”的刚

性约束，实现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然而，该政策

在运行中的核心症结在于：指标交易行为使得“占

用权”与“管护责”在时空维度上分离，进而导致

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错位。表2从“权”“责”“利”

三个维度，呈现了各主体在指标交易各环节中的具

体困境。 

表2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中“权－责－利”失衡的具体表征 

分析维度 涉及主体 失衡的具体表现 

“权” 
指标生产者 通过土地整治获得指标交易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缺乏后续责任约束 

指标使用者 通过一次性支付获得占用耕地的许可权利，但无需承担补充耕地的长期管护责任 

“责” 

指标生产者 有补充耕地的初始验收责任，但指标交易完成后，长期质量维护责任归属模糊 

指标使用者 对补充耕地的长期质量维护责任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往往不承担责任 

项目所在地基层政府 对补充耕地的属地管护责任，缺乏明确的法律或政策规定 

“利” 

各级政府 指标增值收益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比例缺乏明确的制度依据 

集体经济组织 作为耕地原权利人，被排除在指标增值收益分配之外 

承包农户 能获得土地流转或征收中的微薄补偿，无法分享指标增值收益 

 

耕地占补平衡中的指标交易行为，使“占用权”

与“管护责”在时空维度上发生分离。指标受让方

在完成交易后即退出后续管护的问责链条，而补充

耕地的长期质量维护缺乏可追溯的责任主体，由此

形成“权—责”脱节：享有占用权的主体无须承担

管护责任，而承担管护责任的地方基层与农户却缺

乏明确的权利配置。与此同时，指标增值收益主要

由各级政府分享，作为耕地原权利人的集体与农户

则被排斥在收益分配格局之外，进而造成“责—利”

不匹配：承担潜在管护责任的主体未能获得相应收

益，享有收益的主体的责任边界却相对模糊。以上

双重失衡使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占

优补劣”现象。 

（二）耕地种植用途管制政策的“权－责－利”

错配 

耕地种植用途管制政策旨在遏制“非农化”“非

粮化”趋势，确保耕地优先用于粮食生产[18-20]。然

而，该政策在执行中的核心矛盾在于：地方政府在

“引导”与“强制”之间缺乏明确的程序界限，导

致政策目标与农户、新型耕地经营主体的权利之间

缺少制度化的缓冲与协调机制。表3从“权”“责”

“利”三个维度，呈现了农户、基层政府与耕地经

营者之间的具体错配表现。 

表3 耕地种植用途管制政策中“权－责－利”错配的具体表征 

分析维度 涉及主体 错配的具体表现 

“权” 农户（经营权人） 经营权行使边界被政策目标挤压，耕地经营主体收益降低 

“责” 地方政府（基层政府） 执行用途管制的责任边界模糊，“引导”与“强制”界限不清，程序合法性缺乏保障 

“利” 新型经营主体（耕地经营者） 机会成本未能得到合理补偿，现行普惠式补贴与实际损失脱节 

 

在耕地种植用途管制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

府面临考核压力时，往往倾向于将政策目标简单化

为行政命令，而“引导”与“强制”之间的程序界

限缺失[21]。当这种缺乏约束的行政权力直接作用于

农户明确且合法的经营权时，便产生“权—责”错

配，即农户的权利被挤压却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

而政府的责任边界模糊却无需承担过度干预的后

果。与此同时，农户因改种粮食作物而损失的机会

成本远高于普惠式补贴标准[22]，由此形成“责—利”

倒挂，即承担直接成本的主体获利极少，而拥有管

制权力的主体却无需承担相应的损失责任。 

（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的“权－责－利”

脱节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旨在通过经济激励引导农

户采取保护性耕作措施，提升耕地质量。然而，该

政策在运行中的核心症结在于：补贴发放与地力保

护责任履行之间缺乏实质性挂钩，激励逻辑偏离了

“谁保护、谁受益”的基本准则。表4从“权”“责”

“利”三个维度，呈现了承包农户、实际经营者与

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具体脱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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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中“权－责－利”脱节的具体表征 

分析维度 涉及主体 脱节的具体表现 

“权” 承包农户 拥有承包权，但土地流转情形下补贴权益归属缺乏统一规范 

“责” 
实际经营者（经营权人） 作为地力保护的实际承担者，在部分地区无法获得补贴 

政策执行者（政府） 补贴以承包面积为基数实行普惠式发放，未能与具体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及地力提升程度形成有效关联 

“利” 
农户（补贴领取者） 领取补贴与履行保护责任之间缺乏强关联 

农户（耕地经营者） 补贴标准偏低，与保护性耕作的显性成本及隐性收益的损失之间差距较大 

    

耕地保护补贴发放与地力保护责任履行之间

缺乏实质性关联，形成“责—利”脱节，即无论是

否采取保护性耕作、是否提升地力，均可获得补贴，

导致“只补不责”。同时，在土地流转情形下，补

贴权益归属模糊，实际经营者（承担保护责任）往

往无法获得补贴，而承包农户（不从事生产）却可

能享有补贴，造成“权－利”不对等[23]。这使得耕

地保护补贴难以发挥引导耕地质量提升的功能。 

四、耕地保护主体“权－责－利”脱耦

的生成机理 

上述三项政策中暴露出的“权—责—利”脱耦

问题可概括为三种偏离状态：权与责关系呈现出

“有权利无责任”“有责任无权利”及“权责错配”；

责与利关系表现为“尽责者失利”“获利者不尽责”

及“责利分离”；权与利之间呈现出“有权利无收

益”“有收益无权利”等失衡类型（图1）。 

 
图1 耕地保护“权－责－利”脱耦的生成机理 

 

上述偏离状态的背后，是三个相互关联的系统

性因素在共同作用：一是土地产权基础不稳，削弱

了权利激励与长期投入预期；二是法律责任配置失

衡，使得各主体行为边界模糊、约束效力不足；三

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保护者贡献与回报之间

的落差持续扩大。以下分述之。 

（一）多元主体土地产权权能界定不清 

当前耕地保护体系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在于耕

地保护多主体产权权能界定不清。虽然“三权分置”

改革在法律层面构建了相对清晰的权利架构，但在

实践运行中仍存在多重障碍。 

首先，产权权能界定不清制约耕地要素功能的

充分发挥。耕地发展权受到严格管制，抵押权能实

现渠道不畅，导致耕地资源难以实现其潜在资产价

值[24]。其次，影响耕地经营主体对耕地保护的长期

投资预期。在基层耕地保护治理实践中存在因人口

变动、村庄规划调整等因素引发的承包地微调现

象，导致耕地经营主体的经营权权属发生动态变

化，降低了耕地经营主体在土壤改良、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等耕地保护措施上的投入。此外，在分散的

小农经营模式下，单个产权主体难以获得规模经济

效益，耕地权利行使的边际收益有限，影响其进行

耕地保护长期投入的能力与意愿[25]。这种有权利但

收益提升乏力的现实困境，难以支撑可持续的耕地

保护行为。 

（二）多元主体法律责任配置失衡 

当前耕地保护呈现出多主体法律责任配置失

衡状态。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多主体责任配置不合

理，也表现在责任边界模糊。 

从主体耕地保护责任配置看，地方政府、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与耕地经营主体之间的责任配置呈

现明显的结构失衡。地方政府面临乡村振兴与耕地

保护的双重目标冲突，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下往往

倾向于前者，导致其监管责任在实践中被忽略[2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所有权代表，其管理职

能在税费改革完成后逐步弱化，难以有效履行监督

耕地利用、维护农田设施等职责[27]。而耕地经营主

体层面的耕地保护责任则多停留在原则性规定，缺

乏具体可行的行为规范和考核标准[28]。 

从主体间耕地保护责任边界来看，各主体责任

之间的交叉地带与空白地带并存，缺乏清晰的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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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划分。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角色冲突未得到制度性协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管理职能弱化后未能重新定位，经营主体的保护责

任亦缺乏与经营权利相对称的明确界定。这使得各

主体责任认定缺乏依据，责任追究难以执行。 

（三）多元主体经济利益分配不均 

耕地保护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然

而，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尽合理，耕地保护主体

难以获得与保护成本相匹配的经济回报。 

首先，经济补偿标准与耕地保护的实际价值存

在显著脱节。当前补偿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为主，

标准普遍偏低，不足以反映耕地资源所承载的粮食

安全、生态调节等多元价值。更关键的是，现行补

贴的核定基数仍沿用原种粮直补时期的亩均标准，

并未将耕地用途管制所引致的农户收益损失纳入

补偿核算范围。在“非粮化”整治中，农户被要求

将经济收益更高的作物改种为粮食作物，由此产生

的机会成本远超现行补贴水平[29]。补贴标准与农户

实际承担的保护成本之间的落差，使得经济补偿难

以有效弥补农户的改种损失，也弱化了其对耕地保

护行为的激励功能。其次，耕地保护相关利益分配

机制存在双重结构失衡。一方面，在耕地增值收益

分配的纵向结构中，各类耕地经营主体都是“理性

经济人”[30]。在耕地保护的权义规则失衡的背景下，

耕地保护增值收益分配结构失衡，会削弱耕地保护

主体的经济激励[31]。另一方面，在区域间利益补偿

的横向结构中，承担粮食生产主责的主产区省份因

限制工业开发和城市发展而损失的机会成本，尚未

得到主销区的合理补偿[32]，这种“责－利”不均加

剧了粮食主产区的耕地保护财政压力。 

五、耕地保护主体“权－责－利”耦合

的实践路径 

基于前文的分析，破解耕地保护“权—责—利”

失衡，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将正负外部性内部化，

并同步矫正权、责、利三者的结构性脱耦。为此，从

“精准赋权、分层定责、多元补偿”三个维度构建实

践路径，实现耕地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一）夯实“权”的基础：破解权能不清与权

利虚化的制度困境 

针对土地产权权能界定不清问题，需要在“三

权分置”框架下分类施策，回应三项政策中暴露出

的权利痛点。 

第一，改革指标交易收益分配机制。明确规定

指标交易收益中必须划拨一定比例，直接返还给补

充耕地项目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原承包农户，

作为其让渡土地发展权、承担后续管护责任的经济

对价。收益分配方案须经村民民主议事程序通过并

公示，确保耕地原权利人能够公平分享增值收益，

从利益端激发主动管护动力。 

第二，建立管制行为正当程序清单。任何限制农

户经营权的整治行为，必须依次履行“风险评估—农

户协商—补偿方案公示—第三方评估—备案审查”五

个程序环节。同时，设立专门的行政申诉与司法救济

通道，农户认为超出合理边界或补偿不公的管制行

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从权利端

保障经营权的合法行使。 

第三，明确“谁保护、谁受益”的补贴归属原

则。土地流转合同中须载明补贴权益归属条款，补

贴应优先发放给实际从事耕地经营并承担地力保

护责任的经营权人；承包农户若希望保留补贴权

益，应在流转租金中相应扣减，实现权利与利益的

合理配置。同时，加快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从产权端稳定各方预期。 

（二）明晰“责”的边界：破解责任模糊与约

束软化的制度困境 

针对责任配置失衡问题，须在“三权分置”框

架下将抽象的共同责任分解为各权利主体可识别、

可考核的具体责任，以此回应占补平衡、种植用途

管制与地力保护补贴三项政策中的责任落实问题。 

首先，建立覆盖“生产—交易—管护”全链条

的质量责任追溯制度。补充耕地的建设主体对初始

质量承担终身验收责任；指标购入方须按交易价款

的一定比例缴纳“长期管护保证金”，由指标产出

地县级财政代为管理；补充耕地项目所在地的基层

政府承担属地日常监管责任，根据年度耕地质量监

测结果，分期向实际管护主体支付管护费用。 

其次，制定《耕地种植用途管制执法规范》，

明确“引导”与“强制”的适用情形和程序界限。

严禁将耕地占补平衡目标简单化为行政命令，对涉

及农户经营权的限制性措施，需出具书面决定并载

明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救济途径。将地方政府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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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用途管制的程序合规性纳入耕地保护责任考核，

对因程序违法造成农户损失的，实行终身追责[33]。 

最后，改革普惠式补贴模式，建立“基础补贴

+绩效奖励”双层发放机制。基础补贴按承包面积

普发，维持政策基本功能；绩效奖励与土壤有机质

含量变化、保护性耕作措施实施情况等可量化指标

挂钩，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行

“优质优补、提升奖励、下降扣减”。同时，建立

耕地健康档案，记录经营期间的投入品使用、地力

变化等情况，作为责任履行和绩效评估的依据[34]。 

（三）多元补偿：破解利益分配不均与激励错

位的制度困境 

针对前文分析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须构建与

各权利主体贡献相匹配的利益回馈机制，从根本上

回应“尽责者失利、获利者不尽责”的责—利错位。 

第一，在明确返还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比例的

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间的分配秩序。由省

级政府出台指导性意见，规定省、市、县三级留成

比例上限，确保大部分耕地增值收益留在指标产出

地县级政府，用于补充耕地的后续管护、地力提升

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保护—收益—再投入”

的良性循环[35]。 

第二，建立与农户实际损失相挂钩的动态补偿

标准。补偿金额应综合考虑农户因改种粮食作物而

损失的预期收益、已投入的生产成本及恢复原状的

费用等因素，由县级政府组织农业、价格评估机构

联合核定。补偿资金应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并

探索建立由粮食主销区向主产区进行横向转移支

付的补偿机制，实现“谁受益、谁补偿”[36]。 

第三，加快建立跨区域的耕地保护横向补偿制

度。由经济发达、耕地占用多的主销区向承担主要

保护任务的主产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补偿标准可

参照主产区因限制工业开发和城市建设而损失的

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机会成本。补偿资金专

项用于主产区耕地质量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

户直接补贴，实现区域间的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 

第四，建立与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动态挂钩的补贴标准调整机制。同时，探索将耕

地碳汇、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纳入市场化交易，使

采取保护性耕作的耕地经营主体能够通过碳交易、

生态产品认证等渠道获得额外收益[37，38]，从市场端

拓宽利益来源。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利益平衡原则，构建“权—责—利”

耦合的分析框架，并以耕地占补平衡、种植用途管

制、地力保护补贴三项耕地保护政策为分析对象，

剖析了耕地保护中“权—责—利”失衡的表现、生

成机理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当前耕地保护的突

出问题是耕地保护多主体之间“权—责—利”结构

性脱耦所致：土地产权权能界定不清导致长期投资

激励不足，法律责任配置失衡造成约束效力层层稀

释，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使得保护者难以获得合理回

报。三项政策分别呈现出“权－责”脱节与“责－

利”不匹配、“权－责”冲突与“责－利”倒挂、

“权－利”不对等与“责－利”脱节等问题，其根

源在于权利、责任与利益三者之间未能形成闭环。 

以上结论为“十五五”耕地保护制度优化提供

以下启示：产权改革需从赋权走向活权，重点解决

指标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经营权受限缺乏救济、补

贴权益归属争议等现实痛点，使权利真正转化为可

预期的利益；责任落实需从“原则性规定”走向“全

链条追溯”，通过管护保证金、正当程序清单、绩

效挂钩补贴等机制设计，实现责任的精准界定与刚

性约束；利益平衡需从单一财政转移支付走向政府

补偿与市场激励相结合，加快建立区域横向补偿、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多元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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